
 

 1 

民具的概念与民具志的基本框架与研究路径 

——以贵州省六枝长角苗民具群为中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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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行 

(东南大学，江苏南京 211189) 

【摘 要】：民具是庶民为满足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制作、使用的寻常器具，是人类的大宗文化遗产。民具学

是运用民具志的方法，通过对民具的田野考察，探究蕴含在民具的本体、主体和客体之间广泛的人文关系的一门学

科。我国是民具遗产资源极其丰富的大国，也有较早觉醒的“眼光向下”的学术研究理念，但却没有发展出一门发

达的民具学。当前，我国城镇化的加剧导致乡村大量民具消失，民具研究更显急迫。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多样的民

族和地域文化，是天然的民具宝库，民具学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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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跨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学、考古学等学科的文化遗产研究显示出较强的发展态势。在文化遗产研究框架下，民

间器物研究是一个较为基础的领域。在我国的民间器物研究领域，分布着民俗文物、民族文物、民艺等核心概念和研究领域。

民俗文物和民族文物突出器物的文博价值，从而将庶民日常使用的寻常器物排除在外了。民艺是国内学界从日本引进的概念，

大体相当于我国常用的民间工艺，由于其注重对民间器物审美维度的研究，也不怎么关注庶民所用的注重功能的日常器具。从

学理上来说，日常器具支撑了庶民百姓绵延千万年的生产和生活，蕴藏了他们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过程

中所创造的无穷智慧，因而是文化遗产研究最基础的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历史观来看，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人民大

众的历史理应得到较好地反映和书写，而日常器具便是人民大众创造历史的最好见证。因此，与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关系最

为密切的日用器具理应得到切实的研究。 

这里所论述的庶民的日用器具，或所谓的民间器具有一个颇具国际化的名称叫民具。在日本，民具学是和民俗学、民艺学

并列的民间文化遗产研究的三大学科之一。由于民具学很好地承担起了民间文化遗产研究领域最基础的部分，建基其上的民俗

学和民艺学才底气十足，三大学科协同，铸就了日本民间文化遗产研究的辉煌。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广阔

的地域、多样的民族和地域文化，是天然的民具宝库，民具学大有可为。相对于日本学者的盛赞和期待，我国的民具研究至今

仍较薄弱，甚至还未提上学界的关注日程。在这样的情况下谈民具研究，可能仍需要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入手。就笔者来看，

民具的性质，也就是民具是什么，可能是民具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即便是这样的问题，因为年代、文化、地域有别，也需要有

一番新的检视。 

一、有关民具概念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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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代表性民具学者对民具的理解 

“民具”一词是由日本民具学者涩泽敬三最先创用的，在此之前，日本学界曾用过“民俗品”、“土俗品”之类的词汇。涩

泽敬三的定义见于 1936 年由日本“阁楼博物馆”编辑的《民具搜集调查要目》之中：“民具乃是‘我国同胞基于日常生活的需

要，采用某些技术而制作出来的身边寻常的道具’，‘它涉及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一切基于人们生活的需要而制作和使用的传

承性的器具和造型物’。”
[1]
这个定义对后来的民具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宫本馨太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民具定义:“民具乃是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因需要而制作和使用的传承性的器具，民

具包括一切可能的造型物，它对于理解和揭示国民文化或民族文化的本质及变迁过程具有不可欠缺的意义。”
[2]
 

民具学家宫本常一对民具的理解是：民具乃是有形民俗资料的一部分;民具是人们手工或使用道具制作的，而不是由动力机

械制作的；民具是由民众基于其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制作出来的，其使用者也限于民众；民具的制作不需要很多的程序，与其

说它们是由专职的匠人制作的，不如说是由普通人在从事农、渔业的同时制作的；民具多由入手驱动；民具的素材主要有草木、

动物、石头、金属、陶土等，原则上不包括化学制品；民具大都是一次加工而成，当包含复杂加工的情形时，也有由“能人”

制作的。
[3] 

岩井宏实认为：“民具乃是身边寻常普通的道具，它‘涉及生活文化的所有领域，并能明确地显示出基础性的传统文化特质，

是对于理解日本的民族文化及其历史变迁所不可欠缺的具体资料’。”
[4]
 

以上四位学者的看法，基本代表了日本民具学界对民具的理解。这四种理解都是在一国民俗学的框架下展开讨论的，都强

调了民具的传承性和寻常性。我们从此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民具学家对民具认识的逐步深化和细化的轨迹。涩泽敬三民具定

义中具有民具的所有者比较模糊，我们从这个定义上看不出民具指的是中下层文化还是也包括上层文化。宫本馨太郎的定义指

出了民具的所有群体——“一般民众”，这表明民具是中下层文化，不包括上层文化的器具，如宫廷用器和王公贵族用器。这个

定义还强调了民具在揭示民族文化变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与当时日本社会所经历的急剧变迁有关。民具在文化变迁研究中

的重要作用的学说对后人启发颇大。宫本常一强调了民具的中下层文化本质，而且进一步明确指出民具的范围是“生产”和“生

活”而不是模糊的“生活”领域。他还认为民具不包括由动力机械制作的器具。相比前两者，宫本常一的定义中没有“造型物”

一词。“造型物”可以是器具，也可以是建筑或设施。我们知道，在民具的研究中很少会涉及到建筑，建筑文化是一个和民具文

化并列的学术领域。宫本常一的定义使民具的范围更加明确了。相比于前三者的民具定义，岩井宏实则更强调民具传承的精神

性和民具的资料价值。他认为民具的实用性可能消失，但是民具中所蕴含的民众智慧却不会轻易消失。 

（二）中国学者对民具及相关研究内容的理解 

相对于日本学界，中国的民具研究尚显薄弱，民具一词鲜见。明确提出自己民具观的学者就更少了。张紫晨认为民具是：“劳

动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各类工具、器皿等用品。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具，主要是指传统的，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一切造型

物。”
[5] 

张紫晨对民具的定义受到了日本民具学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将民具的所有群体解释为“劳动人民”，具有鲜明的

中国时代特征。这个定义强调了民具的传统性和传承性。许平认为:“它（民具）一般指除建筑形式之外的各种实用生活器具和

设施，其中又以包含了日用器具在内的广义的生活与劳动‘工具’的研究为核心。”[6]许平的认识与宫本常一相近，突出特点

是明确提出建筑不属民具范畴。但“实用”一词使用得颇为模糊，那些用于观赏的民间器具（如花灯）也应该是民具。 

以上对中日两国代表性学者民具概念的讨论可见，前辈学者除了对民俗学一直强调的传统、传承取得了一致性的认识以外，

对民具的寻常性、手工制作方式以及民具的制作者、使用者、资料性等各有强调和侧重，这些认识对确立学界对民具的基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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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有重要意义。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上述学者对民具的认识都基于一点，那就是将民具看做是客体存在物，这种将民具客体

化的认识是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换言之，从民具性质的角度来看，民具主客体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民具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

都表现在那些方面？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运用民具志的方法调查了梭戛乡一个苗族社区的民具文化，并搭建了中国民具志的

基本描述和分析框架。 

二、贵州省六枝特区梭戛乡长角苗民具文化的基本框架 

梭戛乡隶属于贵州省六枝特区，位于六盘水市、安顺市及毕节市的交界处。辖区内以汉族、苗族、彝族、回族为主，还有

布依族、仡佬族、独龙族等，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其中梭戛乡安柱村安柱寨、高兴村陇戛寨、新华乡新寨村大湾新寨等 12 个

自然村落中生活的 4000 多苗人被认为是箐苗的一支，跟其他的箐苗人群不同的是，这个人群因长期惯于在脑后绾有状如长长牛

角的木梳状饰物，被人们习惯上称为“长角苗”，他们长年生活的高山石漠地带环境相对闭塞，至今保留了大批传统文化资源，

其中包括较为传统的民具。 

（一）梭戛乡的生态环境及其与民具的互动 

梭戛乡位于三岔河流域北岸，地处深山，海拔 1600 米以上，历史上曾是森林密布之地。20 世纪 60 年代，森林遭到大面积

破坏，采集和狩猎日渐稀少，其主要生产方式代之以农耕。 

梭戛地区的年降雨量有 1400 毫米，但由于此地属喀斯特地貌，地下多漏斗、岩洞，缺少保水层，地表水资源贫乏。每年从

农历的十月份到来年的四月份是枯水期，吃水困难。 

一种生态环境必然催生一套让当地人凭借为生的器具。梭戛的地理和生态环境让长角苗人选择了采集-狩猎（现已不存）、

农耕的生产方式，此方式催生了各种民具:长角苗人的先辈生活在密林当中必然需要弩箭、砍刀等自卫、打猎工具和开路工具;

从事耕作则需要犁、锄等农具;缺水和崎岖的山路呼唤背桶、背架等运输工具等。 

当然“环境一方面广泛地限制人们的成就，另一方面却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提供物质。”
[7]339

梭戛的山林不光为采集-狩猎年代

的长角苗人提供野果、块茎、昆虫和各种动物，还为长角苗人提供了各种制作器具的材料。就地取材是很多采集-狩猎社会和农

业社会的人制作民具的基本特点，长角苗人亦然。长角苗人的民具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有木材、竹材、藤材以及石材等。 

梭戛地区常见的树木有杉树、楸树、漆树、枸皮树、棕树等，其中以杉树的用途最广，用量最大，因此长角苗人对杉树的

记忆也最深，杉树是其“开路歌”和“孝歌”（丧歌）中提到最多的树种。 

长角苗居住地区生长的竹子主要有金竹、刺竹、苦竹、钓鱼竹等种类。对于制作民具来说，以金竹应用最广。金竹韧性好，

适合编制背篓、筲箕等器具。刺竹则主要用于制作当地人葬礼上使用的竹卦（一种祭礼用具），或制作以前刻竹记事的竹杆，或

者用于盖房。刺竹是笔者考察到的长角苗的“开路歌”中唯一提到的竹种，这大概是因为刺竹的祭礼用途所致。苦竹和钓鱼竹

主要用于建造嘎房。
2
 

藤材生长于密林中，就长角苗人现存的民具来看，大宗的葛藤用来编制马驮货物的驮篮，其他使用较少。邻寨布依族人现

在仍有用藤条编制的筷箩，但长角苗人的筷箩多用金竹编成。除此之外就是民俗用途，如编制藤项圈，戴于新生儿的脖子上，

护佑平安。 

                                                        
2 本部分使用的主要资料是笔者于 2005 年 8 月,2006 年 2 月~4 月，利用三个多月的时间田野考察取得的。 

长角苗人在葬礼上使用的临时性的竹扎祭房。 



 

 4 

梭戛石材资源丰富，民具制作使用最多的是青石和砂石，多用于砌墙建房，硬度较高的砂石还可用来錾凿石磨、捣碎辣椒

和药材的研碓以及舂米的碓窝等等。 

一个地域的生态环境为人们制作各种器具提供了方便，器具又反过来影响了环境，这些影响是通过当地人的行为表现出来

的。“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不再把人类看作是环境可以塑造的东西，而是看作如一个地理学者所说的一种‘改变地貌的力量’。

人类不是消极的住在世界各地，而是改变环境的主要因素。”
[7]340

长角苗人有了砍刀，可以在密林中砍出一条条的路径来，也可

以用砍刀配合火进行刀耕火种;有了弩箭可以射杀更多的猎物;有了斧头和锯可以砍伐大量的树木;有了锄头和犁则可以耕种更

多的土地等等。在人口很少的采集-狩猎或刀耕火种时代，由于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索取有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亦有限。随着人

口的膨胀，大量森林和草场被开垦为粮田，终将密林厚草“改造”成了荒山秃岭。当人们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之后，又利用这

些器具对恶劣的环境进行了改善，栽种树苗，封山育林等又使生态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 

（二）梭戛长角苗民具群 

如同民俗和民艺一般被视为民俗学、民艺学的研究对象，其最终目的是研究庶民。相似的，民具也多被看做是民具学的研

究对象和资料，民具研究归根到底是研究庶民。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采取什么办法通过民具研究庶民。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

来看，最应考虑可能是什么民具支撑了一个族群或社区的生产和生活。很显然不是某一件或几件民具，而是这个族群或社区采

用的所有民具，用一个词表述，可以是“民具群”。因此，民具研究应该是民具群的研究，而不是某一件或几件民具的类型或历

史研究。如果要对这个族群或社区的单件民具进行研究，也应该在民具群的框架下展开。而民具群下则又可拆分成若干民具组

合，民具组合之下才是具有独立功能的民具。民具——民具组合——民具群的表述策略也为民具调查研究的分类提供了基本的

方法。 

1. 木工民具组合 

木工民具本是生产民具组合的一个子类，之所以将其单列一类是因为它是当地较成体系的专用工具，是梭戛民具的“元”

器具，长角苗人利用这些木工民具和掌握的技术制作出了族人所用的多数重要民具。长角苗不同木匠的同种木工工具绝大多数

相同，形制几乎一样，尺寸相差甚微，这种差别是手工制作的局限所致，对其功能并无影响。这些工具多是传统遗留形式，少

有个人创新。木工民具计有斧子、刨子、墨斗、锯子、拐尺（鲁班尺或直角尺）、钳扣（一种木工固定工具）、木锤、木马（杩

杈，一种固定和支撑工具）、凿子、踩脚（一种打孔工具）、刮刀、蔑刀等等。长角苗木匠综合运用这些工具完成建房、制作棺

材、甑子、家具等任务。其中斧子和木马特别值得重视，原因是斧子是长角苗木匠最重要的工具，长角苗人把木匠制作器具称

为“砍”XX，而不使用其他动词，斧子的作用可见一斑。而木马则拥有传说，这在长角苗民具中是极其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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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严民具组合 

长角苗人的狩猎民具主要有弩箭、砍刀、火药枪等。其中以弩箭最为重要，虽然现已少见，但长角苗人对弩箭的记忆仍然

准确而丰富。弩箭也是长角苗人的葬礼上使用的重要礼器之一。 

耕种民具有犁、薅刀（其形状和功能似镢头）、钉耙等，其中以犁最为重要，其配套工具有牛夹担（牛轭）、牛搭脚（搭杠）

和连结的绳索。长角苗人在犁耕之前，请木匠修缮犁具，确保好用。外出耕地途中，惯于以背箩负犁。犁地时，一手扶犁，一

手驭牛。犁毕，将犁铧擦拭干净，整架犁悬于堂屋后墙，以避风雨，颇为珍惜。 

其他民具组合如收获民具有薄刀、背箩、撮箕、夹棍（一种类似链枷的脱壳工具）、竹锥锥等;粮食加工民具有石磨、甑子、

碓窝（舂米器具）等;禽畜饲养民具有镰刀、磨刀石、猪牛食槽、鸡笼等。在很多地区镰刀属于收获农具，但长角苗人的镰刀主

要用于割草喂猪牛，所以列人禽畜饲养民具的范畴;纺织染绣缝民具主要有纺线机、绞线机、织布机、染缸、画蜡刀、针等等。 

 

3. 生活民具组合 

长角苗人的汲水器具有水瓢、背水桶、扁担等。梭戛缺水，族人又都居于山坡之上，而水源多在山脚，山路崎岖难行，背

水盛行。背水的主要器具是木制背水桶，主角是女性。合格的长角苗妇女必有高超的背水技能，负近满桶的水“翻山越岭”，不

洒不漏，倒水时桶不下肩，速度极快。 

厨炊具有土炉、锅（早先用陶锅）碗（早先为木碗）瓢、盆、木勺等。其中以土炉最为当地人看重，土炉是家庭的中心，

尤其在寒冷的冬季，家人进门便围坐土炉周边取暖，拉家常、交换信息。土炉除了烧菜、做饭，还有一重要任务:为其上方阁楼

上的玉米驱潮（当地极为潮湿，如不驱潮，作为主粮的玉米霉烂后族人便要挨饿），因此长角苗人的土炉是终年不熄的。 

其他生活民具组合如洗漱用具、家具、照明器具相对普通，计有木盆，木墩、长条凳、简易木桌、箱柜，向日葵杆火把、

煤油灯、手电筒等等。 

4. 交通运输民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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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是长角苗人的主要运输手段，背运民具对其有重要意义。其背运民具主要有背架、背箩和背桶。背架有两种，一为梯

式背架，二为椅式背架。两者功能不同，前者常用于背草、玉米桔杆等体积大质量轻的东西;后者则用于背石块、水泥等体积小

质量重的物品。与背架配套的是用玉米衣编制的背垫，形似马甲，可有效减轻背部的不适。背箩用来背粮食、粪、煤炭等物，

背桶仅用于背水。 

车马挽具有成套的马车用具，数量很少，出现的时间也很晚，因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长角苗各寨还没有能行马车的路。

对长角苗人影响最大的马具是专用于马驮煤的驮架和驮篮。因长角苗人的土炉要四季不熄，所以煤至关重要，山路崎岖不能行

车，只好用马驮。驮篮为连体的两个横截面为椭圆形的篮子。用时先将驮架置于马背上，缚牢，再将驮篮置于其上，稳稳当当。

驮架和驮篮见证了长角苗人马队驮煤的历史。 

5. 学习娱乐民具组合 

长角苗人接受学校式教育很晚，不早于 20 世纪 60 年代，因此并没有自己传统的学习器具。而娱乐器具则可分为儿童娱乐

器具和成人娱乐器具两部分，儿童娱乐器具有童车、纸钞、短棍、石子等，都有配套游戏。这些游戏或锻炼体力，或锻炼合作

能力，是孩子们成长和学习的有益活动。成年人的娱乐器具有烟杆、芦笙、三眼萧、口弦、木叶（一种自制乐器）等等，后四

者都是乐器。成年人多聚众娱乐，一些活动为年轻男女谈婚论嫁提供了绝好的场合和机会。 

6. 标志性民具 

对一个社区的民具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描述是民具研究的基础，进而需要找出其标志性民具，这些民具对当地人的生活

有重要影响，是当地人精神和智慧的重要物化形式。如何找出这些民具呢？笔者在民具的考察和研究中体会到，既然这些民具

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密切，很可能被文字记录或者被口头文化所传承。长角苗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也没有任何其他语言的文献留

存，只好转向他们的口传文化，如长角苗人的各种歌曲，特别是被视为长角苗人核心文化的丧葬开路歌，以及被称为苗族人“史

书”的服装纹饰等。 

在长角苗人的开路歌（民具大多出现在开路歌中）、酒令歌、孝歌、山歌中，出现了以下民具:土炉、木盆、水瓢、木梳、

棺材、门、背桶、背箩、弩箭、砍刀、柜子、木凳、芦笙、烟杆、唢呐等。而在长角苗人的刺绣纹饰中，则存在升子、斧头、

犁弓 I、芦笙、碓窝、钳扣（一种铁质木工固定器具）等器具的抽象纹样。
［8］

这些器具都有苗语名称，不仅有重要的实际功用，

还有深刻的文化含义，是长角苗民具的代表。 

在日本比较民具学的研究中，为了解决对两个民具群比较研究的难题，河岗武春提出可用两个社区的基本民具进行比较的

设想,
［9］

但确定基本民具的范围却是一件难事。笔者认为，上文标志性民具的设想可为比较民具学的发展提供一条线索。 

（三） 民具的制作 

长角苗人的民具制作技艺主要集中在木作、竹编、石作、纺织染绣缝等几个方面。在族人的观念里，木作是最重要的器具

制作技艺，因此匠人中，木匠享有最高声誉。这几方面的制作技艺在我们看来或许并不复杂，如木作技术不过是砍、刨、凿、

刮等技艺的组合;竹编技艺也很普通，多是编制篓、筐之类常见器具;石作主要集中在砌墙、凿碓窝和修理石磨上;纺是普通的纺

麻线，织是平机织 360 根经线左右的窄布，染是苗族常见的蜡染，绣则是最普通的十字绣，但却是这些技艺支撑了长角苗人的

民具制作，支撑起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就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这些技艺与支撑了现代城市人生活的高科技同等重要。 

长角苗民具制作技艺有三个特点:一是男性从事木作、竹编、石作，女性从事纺织、蜡染、刺绣，男女有别;二是长角苗木

匠使用广泛的“砍”的技艺;三是民具制作技艺少有师承，多是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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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意义上来说，长角苗人在民具的制作中首先考虑民具的功能，其次材料成本、“人器关系”（类似现代设计学中的“人

机工程”）、美观等要素，但很少有人会将花费的时间考虑在内。 

（四） 民具的流通 

民具的流通是民具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对长角苗人的民具流通研究中，笔者注意到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居民之间的民具流

通，如匠人为族中亲戚制作的民具;二是民具的借用和现代器具的租用;三是外来器具对当地文化的影响。族人之间的民具流通

是一种感情维系和交流手段，也是匠人扩大声誉的一种手段；民具的借用则是维持整个寨子或社区正常运行的有效机制，在长

角苗人中民具不存在租用的情况，这种情况适用于近几年引进的现代动力机械，由这些机械所产生的新的族人关系颇有改变长

角苗社会结构的趋势。 

（五） 民具的生命史 

一件器具失去了它最初的功能，可以算做是它生命的终结，但如果它有幸被改作他用，则又得到了重生。长角苗人很多早

已被淘汰了的传统民具，像弩、木水瓢、驮篮、石磨等，就其最初功能来说，它们已经死去，但有机会被放置在陈列馆中作为

陈列品展示，它们又获得了新生，不过其功能已完全改变。这些民具和周围的人结成了另一种关系，由其原初主要为当地人服

务变成了主要为外人（游客）服务。当然民具的生命史研究并不局限在民具生死的关节上，而是考察民具群、民具组合或单件

民具生命的过程和轨迹。 

（六） 民具制作者小传 

民具研究虽然可以单件器物的结构、器物组合的结构、器物群的结构、器物群和其他文化事项之间的结构等四层结构［10］

的形式展开对有限地域内的社区文化的整体研究，但也不能忽视个人行动的维度，虽然研究者不可能将社区中的所有民具主体

都纳人民具志描述，但却完全可以通过给其中的关键人物，如重要的民具制作者做传记的形式，描述民具制作与其生活的关系，

分析其在民具群中的位置和作用。在本案中，笔者通过对杨正华和杨得学两代匠人代表生活史的描述，呈现了他们对民具的独

特理解以及民具在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3
 

其他如民具的存储和保管，民具与职业认同、地域认同，民众对民具的情感等也是笔者对长角苗民具研究关注的方面，限

于篇幅，不再展开。 

通过对长角苗民具的研究，我们看到民具不仅仅是民众“身边寻常普通的道具”也不仅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各

类工具、器皿等用品”。民具与所在社区的生态环境、社会结构的维系、人的社会化、文化的传承、族群认同等方面都存在密切

联系。民具除了其本体的物理形态还应包括其使用方式，特别是民众对它的记忆和理解。民具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它只有和背

后的“语法规则”及精神意义结合起来才是某一族群、社区的民具。因此，笔者认为民具是庶民为满足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需要，

制作、使用的寻常器具,中国是历史悠久，多民族杂居，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大国，这决定了民具是我们的大宗文化遗产。民具

学是运用民具志的方法，通过对民具的考察，探究蕴含在民具的本体、主体和客体之间广泛的人文关系的一门学科。由于民具

在人类生活中的基础性以及其与人类长期以来的亲和关系，民具研究可以较好地反映庶民的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在书写人类的

文化和历史，探究人类的生存智慧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 

从文化演化的角度来看，民具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具功能、样式越来越多样化，但与此同时其对周边环境的

依赖度也越来越强。以前用一件或者少数民具完成的任务，现在需要很多民具协同才能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将民具放在具体

的使用和存在环境中，从其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审视，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由此促使笔者思考，可能需要修正前辈学者从客

                                                        
3参见孟凡行:《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贵州六枝梭戛苗族文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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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角度看待和研究民具的方法，改为从“民具关系”（民具的本、主、客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民具。 

三、民具研究的基本路径 

若从关系的角度着眼，我们可以将民具看做是一个实践的中间环节。其上连接的是制作民具的人、民具材料来源和功能限

制的自然生态，其下则是人执民具的行动。贯穿这一过程的是人对民具的认识，特别是对民具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方法。
4
 

民具是民具学的研究对象，但民具研究的最终目的却指向人，其主要探索路径是对各种互动“关系”的关照。概括起来如

民具本体的结构关系（材质、结构、制作工艺及历史、趣味和审美）、民具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材料的物理和文化属性、对自然

的改造和保护、废弃民具的处理和理念等）、民具和人及社会的关系（人口因素，民具对人肉体和精神的塑造和影响，民具和相

关技艺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面子和人际关系，围绕民具资源展开的争斗和分配，消费、流通，人工智能环境下的民具观）

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关系都是互动关系，人制作、使用民具，但同时人在一定程度也被物化了。因此，可以说民具研究或民

具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门通过民具研究庶民百姓日常生活史的学问，但与传统的以文献和档案为主要材料和手段的历史建构不

同，民具学主要是依靠田野考察的方法，通过民具志的书写探究庶民的日常生活，所谓民具视角下的庶民生活史则是通过不同

时期的民具志所排列建构起来的，由于民具志是学者在与民具制造和使用者对话的过程中完成的，因而要比仅仅依靠文献和考

古等等不能开口说话的“死材料”所构拟的历史更可靠。这种建立在物质实体上的生活史叙事是坚实的，只有通过这样的生活

史叙事才可能让飘忽不定的乡愁落到实处。 

笔者所倡导的以民具群为研究对象，以民具志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民具学决定了它是社区（比如一个村落）本位的，这与事

项本位的民具研究从民具类型的角度关注民具的大时空的历史地理分布不同，社区本位的民具研究关注的是民具群与社区居民

的关系。中国历史文献中并不缺少有关各种器具的描述，就历史典籍来看，有元代王贞的《农书》（书后附有“农器图谱”），明

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此外，清代焦秉贞的《御制耕织图》中有一些器具的图谱和文字描述。各

个时期，各个地区编纂的地方志中，也常有民具的相关介绍。各个时期的绘画，特别是风俗画中也有对民具的描绘，像宋张择

端的《清明上河图》、李嵩的《货郎图》等等。现代著作较大型的书籍有《中国美术全集》中的工艺美术编、《中国民间美术全

集》中的祭祀编、起居编、器用编、游艺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文物博物馆卷等，其他个人的著述中也有民具的相关研究。

这些著作展示了我国民具的历史渊源和面上情况，是民具研究的珍贵资料和重要线索，但因其多将民具作为独立的客观物看待，

往往脱离了民具所在的语境。这种碎片化及事项本位的民具编纂作品，虽然能呈现某个时代民具的样式，但由于对其社区语境

的忽视，民具主体往往是缺位的，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民具与其主体关系的若干细节，更不好谈人们在借由民具处理人与人、

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所彰显出来的智慧和生活经验。因此，学科自觉的中国民具研究从起步阶段就应该注意采用社区本

位的民具研究方式，通过深度的田野调查和精心的民具志撰写，揭示不同族群和社区的民具智慧。也只有在较为完善的社区本

位的民具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展开等量的民具文化比较。这种比较倡导从民具本体的结构和形制及功能差异入手，深入探讨不

同社区围绕民具所形成的人文关系，也只有这样的比较才能看出不同社区的民具之间的差别，以及民具主体独特的生活智慧、

情感及生活经验等地方性知识和历史。 

在社区本位的民具文化比较的基础上，展开不同区域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民具学研究，有可能对物质文化的性质及世

界历史和社会、文化版图产生新的理解，亦可有潜力为批判建立在人类中心论基础上的地球不良生态发展史提供镜鉴。 

四、结语：民具研究的紧迫性 

马凌诺斯基写道：“民族学正处在一个即使不是悲剧性的也是十分尴尬的境地。正当它整治好作坊，打造好工具，准备不日

                                                        
4笔者在民具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有很多民具是跨民族、跨地域的，如果仅从外观，甚至部分功能上来看，这些民具之间的差

别不大，但 如果从关系的角度着眼，不难发现处于不同文化圈里的即便结构和形制完全一样的民具也存在重大区别，这首先表

现在人们对民具不同的使 用方式上，其次表现在人们对民具的精神感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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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时，它要研究的材料却无可挽回地急剧消散了。当科学的田野民族学方法和目标初具规模，当训练有素的人们踏上征程，

去研究未开化区域的居民时，他们却在我们眼前渐渐消失了。”
[11]
在受到强势文化冲击或社会文化转型的时候，最先受到冲击、

最易发生变迁的往往是民具。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受西方强势文化冲击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乡村大量民具被

新的工业生产的器具取代了。现阶段中国传统民具消失和变迁的速度较之马林诺夫斯基描述的 20 世纪 20 年代“民族学材料”

的消失速度要快多了。日本学界正是在日本国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意识到了民具消失的问题，及时对全国的

民具进行了记录、保存和研究，经过长期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相比而言，我国大部分民具还没有得到记录和研究，目前随

着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工作,加上文化旅游事业的兴起，各地掀起了一股民间艺术馆、民俗馆的建设热潮，其中大量展示品

是民具。但由于缺少民具学相关理论的指导，多数馆所的民具收集和展示处于粗放状态，这更加剧了在中国开展民具研究和建

设民具学学科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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